科研院所改革中明星科学家提升组织双重绩效的机制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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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院所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因此明星科学家成为影响改革目标实现的第一要素。有别于现有更多关注科研院所改革模式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广东省科研院所改革为背景，探索明星科学家对组织创新绩效与经济绩效的作用效果，并分析以政府科技项目为代表的项目式改革和以创新平台建设为代表的平台式改革模式在其中的调节效果。结果表明：明星科学家对组织双重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优于经济绩效；项目式改革模式在明星科学家与组织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平台式改革模式在明星科学家与组织创新绩效、经济绩效关系中均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为实现转制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目标，政府应将明星科学家人才政策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不断优化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并充分发挥各类创新平台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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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The focu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research institutes is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ar scientists become the "first element" that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form goal. Based on the reform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effect of star scientists on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the moderate effect of the project and platform reform model.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star scientis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ual performance of the post-reform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from governmen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star scientist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r scientist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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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重新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科研院所是我国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力量。当前，科研院所改革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发展重点已转向分类改革和强化公益属性[1]，将以往过多停留于科学研究与知识产权的活动转向科技成果产业化。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科研院所具有科研能力与商业能力双向发展的新特征，依托体制机制优势，在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工业发展以及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份为推动科研院所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各种政策，改革后的科研院所在促进科技创新与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科研院所改革的发展模式、转制路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政策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3]【该观点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或是原句引自文献3的？如为前者，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如，李哲等[4]剖析了技术开发类公共科研机构的转制模式，尝试构建将技术要素建制化地扩散到工业化进程中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投放模式”；蒋仁爱等[5]检验了研究所改制对科技产出的影响，认为改制后的科研院所申请更多的专利、论文产出相应减少，科技成果转化职能更加凸显。
然而，囿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与权威性，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科研院所的改革模式与影响因素，仅有少数研究尝试分析科研院所改革中科学家扮演的角色，如丁荣贵等[6]研究提出科学家胜任特征、组织管理环境与研发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高少冲等[7]则基于对科学家与研发项目匹配度的考虑，进一步研究提出科学家技术能力、价值观与组织愿景目标的匹配关系；在此基础上，杨水利等[8]探讨了科学家能力匹配度与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关系。综合来看，学术界更多探讨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创新绩效，缺乏对科研院所经济绩效提升机制的深入探讨，关注和检验明星科学家（star scientists）对转制后科研院所绩效的影响效果的研究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在科研院所深化改革过程中，引进与培育明星科学家成为转变科研院所职能定位的根本要素。从狭义来看，明星科学家指科研成果卓著，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知名度且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顶级科学家[9]；Calderini等[10]认为明星科学家是科技知识的创新者和科技活动的承担者，其基本职能是专利产出，是科研院所跨越科学与技术“死亡之谷”的“桥梁”。从广义来看，学术界和实践界从科研成果、社会资本等角度给出了明星科学家更宽泛的职能界定，如Higgins等[11]认为明星科学家在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培育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衍生企业实现了实验室技术的快速商业化；Han等[12]发现明星科学家在学术创业中产生了双刃剑效应，有效推动了光伏技术的实验与孵化，但在商业化阶段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明星科学家的职能不再局限于技术研发领域，需要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的全过程。结合当前科研院所改革的现状与需求，笔者认为明星科学家是科研活动全过程的实施者与管理者，兼顾科学技术的研发与新兴技术的商业化，在学术界与产业界具备较高的社会声誉，为组织带来科技与经济效益的优秀科学家。
然而，在科研院所改革的起步阶段，明星科学家的工作侧重于技术研发领域，现有研究仅从理论视角探讨明星科学家在科研院所改革中的职能转变，缺乏对明星科学家提升科研院所双重绩效的探讨，尤其欠缺在提升经济绩效方面的机制研究和实证依据。与此同时，改革后的科研院所仍然与政府部门存在天然联系，在共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关键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政府会持续支持科研院所改革，通过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激发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并通过项目、资金等方式支持高质量平台建设。那么，以政府科技项目为代表的项目式改革和以创新平台建设为代表的平台式改革，哪种方式更能有效发挥明星科学家的创造力，以提升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双重绩效？这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以广东省科研院所改革为背景，从微观层面探索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双重绩效的作用机制。将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其一，科研院所改革背景下，明星科学家的职能定位发生了转变，其对组织创新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效果如何？其二，以科技项目为代表的项目式改革和以平台建设为代表的平台式改革，在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双重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什么作用？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清晰界定明星科学家的拓展定位与功能延伸，为改革后科研院所的绩效考核体系建设、人才梯队优化以及建设模式深化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产出
明星科学家头衔设立的初衷是激励科技创新。与普通科学家相比，明星科学家兼顾知识导向与应用导向的“双肩挑”职能。在科研院所改革背景下，明星科学家不仅要注重发表论文和发明专利，又要重视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维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两种活动的均衡，以实现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双重绩效[13]。基于上述职能定位，明星科学家需要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科学研究环节争取更多经费与项目支持，在技术成果转化环节积极对接领先企业，实现从技术链源头到产业链终端的有效衔接[14]。基于此，科研院所注重明星科学家的培养与引进工作，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发明星科学家的创造力，引导科研院所提升技术创新与转化水平。
众多研究广泛认同明星科学家的身份效应、桥梁效应和示范效应。首先，明星科学家的加入能够带来新想法和新技术。有研究表明，明星科学家的加入显著提高了组织科研成果的开发应用【数量还是水平或是其他什么指标？】，增幅达219%[15]。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科学家的身份效应有利于促进科学知识在组织内部共享交流，从而有利于提高组织整体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16]。其次，明星科学家的身份效应有利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以及研发资金等创新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科研院所的创新绩效[7]。另外，明星科学家有明确的研究应用导向，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市场化应用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有一定了解，是协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键“桥梁”。因此，明星科学家的桥梁效应有利于聚集创新人才以及搭建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平台[17]；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从而增加科技成果转化收入[18]。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科技项目与创新平台的调节作用
我国为实现科研院所改革的最优目标，形成了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两条典型的建设思路。其中，以政府科技项目为代表的项目式改革思路，注重以政府科技项目为依托，引导科研院所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急需成果转化等工作，从而实现科技与经济两方面的目标[3]；以创新平台建设为代表的平台式改革思路，尝试以创新平台建设为根本，通过提升科研院所的创新水平与资质声誉，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多产学研融合机会，实现创新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共同提升[19]。这两条建设思路直接支撑科研院所的改革进程，也为明星科学家实现价值提供了基础条件，对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功能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研院所的成果产生需要经过大量反复的试验和改进，科技项目是明星科学家试验和改进的重要支持和保障[20]。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科技项目意味着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和研发资源，科研院所拥有的政府财政科技项目越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空间越大，具体以科技项目为实现载体，将明星科学家、资金、设备和相关创新资源要素融合“发酵”[13]。因此，政府科技项目会对明星科学家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产生影响，科技项目越多，明星科学家越有可能创造出更高的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可见，财政科技项目对明星科学家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政府科技项目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即科研院所获得的政府科技项目越多，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H2b：政府科技项目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即科研院所获得的政府科技项目越多，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长期以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顶尖科技资源大多集聚于众多创新平台，如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院士工作站等[13]【文献13主要研究的是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情况，并未提及中国，请核实是否标引著录文献错误！】。这些创新平台是整合集聚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才、信息、技术等多种类型创新资源，为科研院所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撑的综合性载体[21]。从创新平台依托来看，国家实验室或实验室平台是明星科学家成长的重要硬件支撑。一方面，创新平台强大的人才集聚和人才承载能力，使得明星科学家可以依托顶尖的科技资源开展研究，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创新平台可以为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活动提供支撑。明星科学家可以依托创新平台牵头开展前沿基础领域的创新攻关，促进科研院所提升创新绩效[22]。另外，创新平台是有效衔接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载体，有利于明星科学家依托其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强化科技与产业的衔接，实现科技成果的价值增值[23]。因此，创新平台有助于实现明星科学家的外溢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创新平台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即科研院所建设的平台越多，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H3b：创新平台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即科研院所建设的平台越多，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构建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H、a、b三个字母需要用斜体表示，2a置于H的右下角，即修改为H2a，并按照该格式修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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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理论模型

3 数据和方法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根据研究需要，采用问卷调查与二手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问卷发放和回收时间为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调研对象为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的广东省科研院所，涉及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地质勘查等重点领域，问卷填写人均为上述科研机构中的高层管理者和项目负责人。本次问卷调研总共发放问卷191份，回收问卷179份，剔除数据缺失的问卷38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4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3.8%。
3.2 变量测量
3.2.1因变量
根据科研院所的改革方向，新型研发机构需要兼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两个方面，最终从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两个维度反映改革后科研院所的整体产出情况[2]，并用以判断明星科学家的影响机制。
（1）创新绩效（IP）。现有研究通常采用R&D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数量来表征创新绩效，基于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陈光华等[24]认为论文和发明专利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科技成果，是创新绩效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研究使用论文发表数量（IPP）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IPI）测度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创新绩效。
（2）经济绩效（EP）。经济绩效的衡量指标通常包括销售收入、利润率、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结合改革后科研院所的科技转化职能，本研究使用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来测度科研院所经济绩效。
3.2.2自变量
自变量为明星科学家（SS）。基于本研究对明星科学家的定义，明星科学家需要兼顾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双重职能，与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制中的首席研究员的功能基本一致，同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创新能力与社会资本，是整个组织或项目的实施者与管理者[9]。根据上述特征，结合改革后科研院所中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采用具有省级以上人才称号、作为PI承担科技项目研发与转化全过程的人才数量来表征明星科学家。
3.2.3调节变量
（1）财政科技项目（STP）。使用政府财政科技项目数量作为衡量科技项目的指标，具体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科技项目数量。考虑到创新产出存在滞后效应，本研究统计了2017－2019年在研的科技项目数量。
（2）创新平台（INP）。借鉴陈晓剑等[25]的研究，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技术中心的数量衡量创新平台。
3.2.4控制变量
考虑到不同科研院所规模之间的差异性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将研发人员数量（RS）和全年研发经费支出（RE）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利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计算处理，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其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可作进一步分析。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RS
	RE
	SS
	STP
	INP
	IPP
	IPI
	EP

	RS
	89.340
	32.430
	1.000
	
	
	
	
	
	
	

	RE
	2 321.870
	318.800
	0.185
	1.000
	
	
	
	
	
	

	SS
	4.030
	8.510
	0.168
	0.360
	1.000
	
	
	
	
	

	STP
	45.790
	75.620
	0.224
	0.293**
	0.333***
	1.000
	
	
	
	

	INP
	4.180
	6.230
	0.438
	0.196*
	0.259
	0.221
	1.000
	
	
	

	IPP
	42.580
	26.410
	0.352**
	0.236
	0.362*
	0.353**
	0.347**
	1.000
	
	

	IPI
	17.070
	23.030
	0.213*
	0.283
	0.354**
	0.295*
	0.421**
	0.322
	1.000
	

	EP
	3 922.67
	575.24
	0.168*
	0.296
	0.210**
	0.195*
	0.352**
	0.241
	0.185*
	1.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假设检验
为降低多重共线性影响，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将两者相乘得到交互项。首先，只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M1-1和M2-1，对创新绩效进行逻辑回归；其次，将明星科学家纳入模型M1-2和M2-2进行逻辑回归，随后将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两个调节变量纳入模型M1-3和M2-3进行逻辑回归；再次，将明星科学家与科技项目以及明星科学家与创新平台的交互项分别纳入模型M1-4和M1-5以及M2-4和M2-5，对其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另外，通过类似的分析过程检验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经济绩效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创新绩效关系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论文发表数量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M1-1
	M1-2
	M1-3
	M1-4
	M1-5
	M2-1
	M2-2
	M2-3
	M2-4
	M2-5

	RS
	0.257**
	0.239*
	0.209**
	0.216**
	0.213**
	0.315**
	0.311**
	0.297**
	0.309**
	0.284**

	RE
	0.062
	0.061
	0.064
	0.071
	0.109
	0.207*
	0.169
	0.155*
	0.171**
	0.177**

	SS
	
	0.484**
	0.457**
	0.384**
	0.376**
	
	0.421**
	0.406**
	0.415**
	0.411**

	STP
	
	
	0.368**
	0.331**
	0.301**
	
	
	0.216**
	0.242**
	0.221**

	INP
	
	
	0.396**
	0.401**
	0.417**
	
	
	0.280**
	0.279**
	0.274**

	SS×STP
	
	
	
	0.227**
	
	
	
	
	0.236**
	

	SS×INP
	
	
	
	
	0.216**
	
	
	
	
	0.214**

	R2
	0.114
	0.463
	0.516
	0.554
	0.539
	0.125
	0.516
	0.579
	0.612
	0.606

	ΔR2
	
	0.249
	0.045
	0.046
	0.023
	
	0.391
	0.063
	0.033
	0.027

	F
	0.721
	23.541**
	24.112**
	27.534**
	31.110**
	1.204
	31.123**
	34.581**
	39.132**
	38.510**



表3  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经济绩效关系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绩效

	
	M3-1
	M3-2
	M3-3
	M3-4
	M3-5

	RS
	0.313
	0.352
	0.297
	0.218
	0.242

	RE
	0.274
	0.221
	0.215
	0.204
	0.225

	SS
	
	0.214**
	0.196**
	0.202**
	0.219**

	STP
	
	
	0.337**
	0.344**
	0.324**

	INP
	
	
	0.356**
	0.412**
	0.427**

	SS×STP
	
	
	
	0.208
	

	SS×INP
	
	
	
	
	0.183**

	R2
	0.161
	0.667
	0.692
	0.695
	0.704

	ΔR2
	
	0.506
	0.025
	0.003
	0.012

	F
	7.891
	33.511**
	32.163**
	30.550**
	29.794**



由表2、表3可知，明星科学家对论文发表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1a成立；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b成立。总体而言，明星科学家对改革后科研院所的双重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论文和专利数量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大，而对经济绩效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表明明星科学家对论文、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
将M1-4和M1-3对比发现，科技项目、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与论文发表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显著增加（ΔR2=0.046，P<0.01）；从M2-4和M2-3对比可见，科技项目与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和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显著增加（ΔR2=0.033，P<0.01）。因此，科技项目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H2a成立。科技项目与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和经济绩效之间系数为正但不显著，H2b未得到支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科技项目的成果验收项目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因此明星科学家对立项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科技成果转化，导致科技项目成果大多停留在学术论文发表和发明专利申请阶段。
将M1-5和M1-3对比发现，创新平台、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与论文发表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显著增加（ΔR2=0.023，P<0.01）；从M2-5和M2-3比较可见，创新平台与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与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显著增加（ΔR2=0.027，P<0.01）。因此，创新平台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故H3a成立。
从M3-5和M3-3对比发现，创新平台与明星科学家的交互项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显著增加（ΔR2=0.012，P<0.01），因此，创新平台显著调节明星科学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H3b成立。
综上可知，明星科学家对科研院所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在其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稳健性，将2019年发表论文中被SCI、IE、ISTP收录论文数和2019年经济总收入两个指标分别作为论文发表数量和经济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科研院所科研产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研究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5 结论与讨论
（1）专利和论文仍是科研院所的重要科研产出，明星科学家的加入使得科研院所论文和专利产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长，显著地促进了由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经济绩效的增长。表明通过明星科学家发挥作用，科研成果与产业化之间形成了高效顺畅的衔接，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进程。由此可见，明星科学家的角色和作用在科研院所改制过程中存在变迁，为实现转制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目标，政府应将明星科学家人才政策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若将明星科学家作为转制科研院所长期、专门的投入，使其具备创新专用性特征，则明星科学家对科技创新促进效果更强，因此科研院所应继续探索高层次创新人才“离岸式”和“候鸟式”的柔性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发挥明星科学家助力科研院所跨越科学与技术“死亡之谷”的桥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对于明星科学家而言，协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两种科研活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自身重视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避免因研究动机单一带来难以商业化的科研成果。
（2）科技项目仅对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层面因势利导，重视转制科研院所持续加大科技项目的投入力度，科技投入不断增长，确实大幅提高了专利数量，但有效发明专利的实际转化效率较低。鉴于此，有必要对科技项目管理机制进行更深入地思考。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提高敏锐精准的科技项目识别能力，如通过专家评估判断科技项目商业化开发潜力；另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应以更为明确的科研院所建设定位和贡献效果为出发点，建立健全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的科研院所评价与激励机制。
（3）创新平台在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事实上，科技成果商业化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跨越“死亡谷”，价值链环节离不开资金和平台支撑，为更好地发挥创新平台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载体作用，转制科研院所应强化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的衔接性和协同性，保证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环节的完整性。另外，支持创新平台间的资源支撑共享，充分发挥创新平台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最大限度地形成协同效应。
本研究对明星科学家与科研院所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与现有研究多关注转制科研院所发展模式和政策层面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拓展了转制科研院所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
另外，本研究的样本仅局限于广东省科研院所的截面数据，广泛代表性不足，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国内其他地区科研院所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对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提高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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